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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2005-2018年“三生”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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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山西省不同县域“三生”功能时空动态演化特征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国土空间规划

提供依据。[方法]基于山西省107个县2005,2010,2018年土地利用类型和统计数据,采用综合指数模

型、动态度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其“三生”功能时空演化过程及影响因素。[结果]①2005—2018年山西省

“三生”功能空间分异明显,生产、生活功能格局特征趋同,呈现出“平原高,山区低”的分布格局;生态功能

分布特征与生产生活相反,空间格局稳定;“三生”综合功能提升明显,表现为“南高北低,中部高东西低”的
局面。②2005—2018年生产和生态功能水平缓慢变化,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波动变化趋势;生活功能处于

快速提升阶段,提升明显;“三生”综合功能持续提高,但提升缓慢。“三生”功能协调性提高,但功能单一化

程度较高。③“三生”功能时空分异是自然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禀赋及社会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生”功能受制于自然地理条件,自然资源禀赋是“三生”功能的基础和保障,社会经济因素则是“三生”功
能的主要驱动力。[结论]山西省各县域需要在自然地理条件约束和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背景下,促进

“三生”功能各自提升与彼此协调,需要在明确各自主体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合理发展,依托自身

区域优势与资源禀赋,构建起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山西省整体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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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temporalandspatialevolutionandinfluencingfactorsofproductional-living-
ecologicalfunctionsofShanxiProvincewereanalyzedinordertoprovideabasisforterritorialandspatial
planning.[Methods]Basedonlandusetypedataandstatisticaldataof107countiesinShanxiProvincein
2005,2010,and2018,thespatialandtemporaldifferentiationpattern,evolutionprocess,andinfluencing
factorsoftheproductional-living-ecologicalfunctionsweredeterminedbyusingacomprehensiveindex
model,dynamicdegree,andaspatialmeasurementmodel.[Results]① Thespatio-temporaldifferentiation
featureoftheproductional-living-ecologicalfunctionswasobviousinShanxiProvincefrom2005to2018.The
productionfunctionandlivingfunctionweresimilar,showingapatternofhighintheplainsandlowinthe
mountains.Thedistributionoftheecologicalfunctionwasoppositetothatoftheproductionfunctionandthe



livingfunctions,andthespatialpatternwasstable.Thecomprehensiveproductional-living-ecologicalfunctions
improveddramatically,leadingtoalandformfeaturedbyhigherinthesouthandmiddle,lowerinthenorth,

east,andwest.② Theproductionandecologicalfunctionschangedslowly,showingatrendfrom2005to
2018thatfirstincreasedwithtimeandthendecreased.Thelivingfunctionwasinastageofrapidimprovement,

andithadimprovedsignificantly.Thecomprehensivefunctionsofproductional-living-ecologicalcontinuedto
improve,butitwasinastageofslowimprovement.Thecoordinationoffunctionsofproductional-living-
ecologicalwasimproved,butthedegreeoffunctionssimplificationwashigher.③ Thespatialandtemporal
differentiationoftheproductional-living-ecologicalfunctions wasthecombinedeffectsofthenatural
geographicenvironment,naturalresourceendowments,andsocio-economicfactors.Theproductional-living-
ecologicalfunctionsweresubjecttonaturalgeographicalconditions.Naturalresourceendowmentwasthe
foundationandguaranteeoftheproductional-living-ecologicalfunctions.Socio-economicfactorswerethe
maindrivingforceoftheproductional-living-ecologicalfunctions.[Conclusion]AllcountiesinShanxi
Provinceneedtopromotetherespectiveenhancementandcoordinationofproductional-living-ecologicalfunctions
undertheconstraintsofnaturalgeographicalconditionsandeconomicandsocialtransformationanddevelopment.
Onthebasisofclarifyingthepositioningoftheirrespectivemainfunctions,countyplannersneedtoadapt
measurestolocalconditions,anddevelopmeasuresrationally.Relyingontheirownregionaladvantagesand
endowmentofresources,theycouldestablishaninterestlinkagemechanismandpromotetheoverallcoordinated
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fShanxiProvince.
Keywords:productional-living-ecologicalfunctions;dynamicevolution;influencingfactor;spatialmeasurement

model;ShanxiProvince

  生态文明作为国家战略,是一种新型人地关

系[1],国土空间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载体,是人地关

系耦合的整体[2]。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人
地关系紧张[3],表现为生产、生活和生态(简称“三
生”)空间之间的胁迫和博弈。国土空间规划是我国

新时期为建设生态文明,协调区域人地关系和优化空

间秩序的重要内容[4],要求形成“生产空间高效集约、
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三生”空
间格局[3],而“三生”空间实质是一种功能空间,因此,
识别“三生”功能时空格局特征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和开展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前提。
科学认知“三生”功能是建设生态文明、构建空间

格局的关键[5]。“三生”功能作为土地利用多功能的

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同样源自于农业多功能、生态系统

和景观多功能的探究[6-9]。目前,对于“三生”功能的

研究已取得一定的进展,研究内容涵盖概念内涵界

定[10-11]、指标体系确定[12]、功能量化识别[13-14]、动态

变化[15]以及功能间关系探究等[16-18],但已有研究较

多停留在“三生”功能理论分析、划分类型探讨、动态

演化剖析等方面,对“三生”功能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

因素的探究较少,特别是在影响因素方面,研究多以

定性解释为主,虽然少量学者基于灰色关联度模

型[19]、地理探测器等[15]方法进行定量测度,但这些

研究忽略了空间关联信息对于功能空间分异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空间依赖和相互作用是功能空间分异

的重要原因,而空间计量模型能够反映空间信息,更
符合区域实际[20]。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①基于土

地利用现状,依据土地的多功能性[21]或功能的主导

性[22]进行类型上的归并;②选取指标,构建“三生”功
能评价指标体系,对“三生”功能进行度量,这种选取

典型指标构建指标体系已得到诸多认可,成为多数学

者的共识[15,19-20]。研究尺 度 多 以 全 国[8]、省[21,23]、
市[19]为主,以县域为评价单元的研究并不多见。此

外,在研究结论上“三生”功能更侧重于时间尺度上的

分析而对空间差异化探究较少[24]。山西省作为中国

首个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区,需要明确“三生”功能分异,重新规

划经济社会转型与生态保护格局,重组“三生”发展秩

序。为此,本文以山西省为研究区域,构建县域“三
生”功能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三生”功能时空分异特

征,并采用目前应用广泛的空间计量模型对“三生”功
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旨在为山西省生态文明建设

和国土空间规划提供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山西省位于北纬34°34'—40°44',东经110°14'—
114°33',土地总面积1.57×105km2。东缘太行山脉

连亘,西至吕梁山脉纵列,中部多为谷地发育,形成

“两山夹一川”的地形态势,地势东北斜向西南,山地

丘陵面积为全省的80.1%,平川、河谷面积为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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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年均气温4.2~14.2℃,年均降水468.3mm,
雨热同期,是典型的农业生产区,矿产资源特别是煤炭

资源丰富,能源采矿业发展迅速,工业化水平较高,带
动城镇化发展,但资源环境代价较大,生态问题突出。
山西省是全国首个省级综改示范区,面临经济转型、民
生改善、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任务,需要加快生态文明

建设,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因此,分析山西省“三
生”功能分异、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显得十分必要。

图1 山西省地形图

2 数据来源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

年鉴》和《山西省统计年鉴》;土地利用相关数据引用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山西省1km×
1km栅格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PM2.5浓度数

据来自“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大气成分分析小组”大
气PM2.5遥感反演数据(V4.CH.02);DEM 数据来源

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年均降雨量和气温数据来源于中

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
为保证研究时间序列的可比性、统计数据的稳定

性和研究单元的整体性[25],本文按2018年山西省行

政区划进行调整,整理后共107个研究单元。
2.2 构建“三生”功能指标体系

“三生”功能是评价土地利用变化的概念和方法,
反映区域土地利用状态,表现为土地提供的产品和服

务,“三生”功能间相互依存、不可替代,单一功能的

作用依赖于另外两种功能的配合,一项功能的滞后

影响另外两种功能的发挥,“三生”功能相互适应、彼
此配合、共同构成一个整体性系统。基于对“三生”
功能的理解,本文参考已有研究[14-15,19],结合山西省

实际选取相应的指标构建“三生”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表1)。

表1 山西省“三生”功能指标体系

决策层 目标层与权重 因素层与权重  指标层(属性)    权 重

﹃
三
生
﹄
综
合
功
能

生产功能

(0.442)

农业生产功能(0.147)
粮食单产(+) 0.5459
农林牧渔业产值比例(+) 0.4541

经济发展功能(0.853)
经济密度(+) 0.3848
财政贡献率(+) 0.2994
固定投资总额(+) 0.3156

生活功能

(0.283)

就业支持功能(0.258) 从业人口密度(+) 1.0000

居住承载功能(0.302)
人口密度(+) 0.4148
建设用地比例(+) 0.3484
城镇化水平(+) 0.2367

社会保障功能(0.440)
农民人均纯收入(+) 0.4454
城乡居民收入平衡指数(-) 0.1503
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 0.4068

生态功能

(0.275)

生态维持功能(0.369)
生态服务价值总量(+) 0.5244
生境丰度指数(+) 0.4756

环境净化功能(0.331)
农药化肥投入强度(-) 0.4761
PM2.5年均浓度(-) 0.5239

资源供给功能(0.300)
人均耕地面积(+) 0.4135
人均水资源(+) 0.5864

  注:①指标层(属性)一栏“+”表示正向指标,“-”表示负向指标;②生境丰度指数=Abio×(0.35×林地+0.21×草地+0.28×水域湿地+
0.11×耕地+0.04×建设用地+0.01×未利用地)/区域土地总面积 [26];③生态服务价值总量依据价值当量法计算而出[27-28]。

  生产功能的基本目的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山西

省是典型的农业生产区和经济转型综改示范区,故以

粮食单产和农林牧渔业产值比例来表征农业生产功

能,以经济密度、财政贡献率和固定投资总额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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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功能。宜居适度是生活功能的目标,反映在

就业、承载和保障等具体功能上,由从业人口密度、建
设用地比例、城镇化水平、城乡居民收入情况、每万人

医院床位数等指标构成。生态功能涉及生态维持、环
境净化和资源供给等具体功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

生物丰度指数是量化生态环境,确定生态环境综合补

偿,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指标,二者共同反映生态维持

功能;另外基于山西省工业发展导向及农业生产现状,
选取PM2.5年均浓度和农药化肥投入强度来表征环境

净化功能;依据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水资源来间接反映

资源供给功能。
为消除数据量纲的影响,以极值法对数据进行标

准化处理。权重作为指标间的重要性分析,是功能测

定的关键,本文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确定,目标

层和因素层运用德尔菲法,指标层用熵权法(表1)。

2.3 “三生”功能值测度

决策层、各目标层和因素层的功能值通过线性加

权综合法进行计算,计算方法为:

Fi=∑WjXij (1)
式中:Fi表示评价单元i的功能值;Wi表示第i项指标

的权重;Xij表示i单元第j项指标的标准化值。根据

计算结果,结合已有研究[13,21],以自然断点法将“三生”
功能划分为高、较高、中等、较低、低水平5个等级。

2.4 “三生”功能动态变化测算

功能变化动态度表示不同阶段土地功能的相对

变化程度,依据d 值的大小、正负对“三生”功能的变

化情况进行划分:d>20%为快速提高;0<d≤20%
为缓慢提高;d=0为维持不变;-20%≤d<0为缓

慢退化;d<-20%为快速退化[29]。其计算公式为:

d=
Ft+1-Ft

Ft
×100% (2)

功能标准差(σ)用来测算土地功能值之间的差

异,反映功能协调性,σ越小,功能协调性越高;反之σ
越大,功能协调性越差,其计算公式为:

  σ=
∑(F-􀭺F)2

N
􀭺F=

∑F
N

(3)

式中:σ 为功能标准差;􀭺F 为功能值均值;N 为功

能数。
功能变化优势度(s)探究土地利用功能的差异

性,s最大值为1,s值越大,土地利用功能变化差异越

大,土地利用更倾向于单一,计算公式为:

s=
|d|max
∑|d|

(4)

式中:s表示优势度;|d|max表示动态度绝对数最大

值;|d|为动态度绝对数之和。

2.5 “三生”功能影响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三生”功能时空分异受自然和社

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本文从自然地理条件、自然资源

禀赋和社会经济因素3个方面选取自变量以解释“三
生”功能时空分异,依据科学性、代表性、综合性以及

数据可获得性原则,参考当前研究成果[21,24],结合山

西省实际,确定8个解释变量(表2)。

表2 山西省“三生”功能解释变量

驱动因素 解释变量  变量说明      
地形起伏度/m ArcGIS分区统计以获取县域地形起伏度平均值

自然地理条件 年均降水量/mm ArcGIS克里金插值后,运用分区统计获取县域年均降雨量平均值

年均气温/℃ ArcGIS克里金插值后,运用分区统计获取县域年均气温平均值

自然资源禀赋
土地垦殖率/% 耕地面积/土地总面积

森林覆盖率/% 林地面积/土地总面积

产业结构 二、三产业产值/总产值

社会经济因素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万元·km-2)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土地总面积

人均社会消费品额(万元/人)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总人口

  在辨识“三生”功能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时,考虑

到空间因素,本文将空间信息纳入传统回归模型中,
以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来探

究“三生”功能影响因素[27]。
空间滞后模型(SLM)主要度量因变量是否受到

邻近区域因变量的影响,即区域被解释变量既受该区

域解释变量的影响,同样受相邻区域被解释变量的影

响。其计算公式为:

    Y=α+ρWY+βX (5)
式中:W 表示区域空间权重矩阵;α为常数项;β为回

归系数;ρ为空间滞后自回归系数;X 为解释变量。
空间误差模型(SEM)探讨了邻近区域的自变量

对区域因变量的影响,即区域因变量不仅受区域自变

量的影响,也受邻近区域相互依赖的随机误差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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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其计算公式为:

    Y=α+βX+λWφ (6)
式中:φ 表示空间自相关误差项;λ 表示空间误差项

自回归系数,度量样本观察值的误差项对被解释变量

的影响程度。

3 结果与分析

3.1 “三生”功能时空分异特征

3.1.1 “三生”功能分维度时空分异特征 2005—

2018年生产功能分布较为稳定,功能水平波动变化

(图2)。2005年高和较高水平县域以点状形式镶嵌

在晋中、晋南和晋东南区域,与中等水平县域呈现中

心—外围的分布形式,外围中等水平县域沿河谷盆地

集聚,但在晋北为零星分布;较低水平县域在晋北集

聚,在其他区域则与中等水平县域交错分布;低水平

县域多数分布在吕梁山地区,107个县域中低水平县

域占41.12%,生产功能初始值低。2010年高与较高

水平县域分布与2005年相似;中等水平县域因部分

地区降为较低水平而出现缩减;较低水平县域增多,
表现为在晋北扩张,在吕梁山区出现零星分布。2018
年生产功能有所下降,较高水平县域数量减少;中等

水平县域同样减少,大同县成功转型为旅游城市,中
等水平县域在晋北数量增多;较低水平县域在晋北减

少而在吕梁山区增多并出现集聚。总体而言,生产功

能仍以较低和低水平为主,生产水平亟待提升,这与

自然特征有较大的联系:多数县域分布在山地丘陵

区,生产条件差、产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不足,缺乏

经济社会拉动点,生产功能弱。

图2 2005-2018年山西省生产功能时空分异

  2005—2018年生活功能提升明显(图3)。2005
年高和较高水平县域为部分市辖区;中等水平县域点

状分布;低和较低水平县域交错集聚,生活功能起始

值较低。2010年高和较高水平县域数量增加;中等

水平县域同样增多并沿高和较高水平县域外围分布;
低和较低水平县域主要集聚在山地丘陵区,这些地区

受自然和社会经济综合影响,生活条件一般,服务设

施缺乏,生活功能劣于其他区域。随着新型城镇化进

程加快,2018年生活功能呈现出多核心模式:晋中着

力推进“一主一副一区多组团”规划,形成了以太原、
榆次为核心的高水平区和以古交市、太谷县等为核心

的较高水平区;晋北因着力加强大同省域副中心城市

和朔州市域中心城市建设,形成以大同、朔州为核心

的高水平、较高水平集聚区;同样,晋南地区,临汾作

为山西省副中心城市,运城为市域中心城市,形成以

临汾、运城为中心的高水平与较高水平集聚区;晋东

南长治、晋城分别是山西省副中心城市和市域中心城

市,形成以长治、晋城为核心的高和较高水平集聚区。
中等水平县域增多,呈条带状集聚。低和较低水平县

域依然位于山区,但数量有所下降。总体而言,低和

较低水平县域数大幅度下降而其他水平县域明显增

加,表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山西省城镇化进程加快,
生活功能持续提升。

2005—2018年生态功能变化并不明显格局较为

稳定(图4)。2005年高和较高水平县域沿吕梁山、太
岳山和太行山南部呈带状分布;中等水平县域在晋

中、晋南、晋东南点状分布,而在晋北集聚;低和较低

水平县域在晋南沿汾河河谷集聚,在晋东南沿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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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河河谷集聚,集聚区域多为生产、生活功能较高区

域,源于生产和生活功能对生态功能的挤压。2010
年随着生态功能区建设,高和较高水平县域在原有基

础上出现扩展,表现为在太行山脉北部形成条带状集

聚,在吕梁山区数量增多;原中等水平县域随功能水

平的提高而数量减少,由大面积集聚变为带状分布;
低和较低水平县域变化不大,仍位于晋南和晋东南地

区。相对于2010年、2018年生态功能变动较小,主
要变动为高和较高水平县域在太行山脉南北形成连

接,晋中和晋东南部分县域功能水平有所下降。

图3 2005-2018年山西省生活功能时空分异

图4 2005-2018年山西省生态功能时空分异

3.1.2 山西省“三生”综合功能时空分异特征 “三
生”综合功能是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的集成,2005—

2018年“三生”综合功能时空分异特征明显,呈现出

“南高北低,中部高东西低”的分布格局(图5)。2005
年高和较高水平县域零星散布,与中等水平县域呈中

心—外围的分布格局,晋北无高和较高水平县域,但
存在中等水平县域的范围聚集;低和较低水平县域则

在全省出现大规模集聚,但集聚原因不同:晋北及吕

梁山区是受生产和生活功能低的影响,而晋南则因生

态功能较差而与生产和生活功能不相匹配。2010年

随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高和较高水平县域数量

增多,其外围中等水平县域同样增多;低和较低水平

县域数量减少,交错分布于山西省各地。2018年高

和较高水平县域进一步扩展,出现条带状集聚;中等

水平县域环绕高和较高水平区在全省连接成片;较低

水平县域多位于吕梁山区和五台山区,主要受自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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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影响,生产、生活功能较差,进而综合功能较低;大
宁县是唯一的低水平县域,其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均

不突出。总体而言,“三生”综合功能提升明显,但提

升原因并不相同,需要结合区域实际,因地制宜,提升

生产功能,满足生活功能,维护生态功能,以促进“三
生”功能平衡协调发展。

图5 2005-2018年山西省“三生”综合功能时空分异

3.2 山西省“三生”功能动态变化分析

为了解山西省生产、生活、生态以及“三生”综
合功能的相对变化程度及协调性情况,分别通过公

式(2)—(4)计算2005—2010,2010—2018年山西省

“三生”功能动态度、标准差和优势度,结果如表3
所示。

表3 2005-2018年山西省县域生产、生活、生态和“三生”综合功能动态度数量变化

年 份 功能动态度 快速退化 缓慢退化 维持不变 缓慢提升 快速提升

2005—2010 生产功能县域数量
(比例)

3(2.80%) 45(42.06%) 1(0.93%) 51(47.66%) 7(6.54%)

2010—2018 5(4.67%) 61(57.01%) 0(0%) 36(36.64%) 5(4.67%)

2005—2010 生活功能县域数量
(比例)

2(1.87%) 9(8.41%) 0(0%) 31(28.97%) 65(60.75%)

2010—2018 0(0%) 3(2.80%) 0(0%) 7(6.54%) 97(90.65%)

2005—2010 生态功能县域数量
(比例)

1(0.93%) 34(31.78%) 0(0%) 62(57.94%) 10(9.35%)

2010—2018 5(4.67%) 63(58.88%) 0(0%) 39(36.45%) 0(0%)

2005—2010 综合功能县域数量
(比例)

0(0%) 24(22.43%) 0(0%) 76(71.03%) 7(6.54%)

2010—2018 0(0%) 14(13.08%) 0(0%) 91(85.05%) 2(1.87%)

  山西省“三生”功能相对变化程度较小,总体处于

缓慢退化/缓慢提高阶段,“三生”功能有待进一步改

善(表3)。2005—2010年生产功能缓慢退化与缓慢

提升并存,但综合而言生产功能略微提升,2010—

2018年缓慢退化县域占比扩大,缓慢提升和快速提

升的县域占比均有下降,生产功能总体出现下降。

2005—2010年生活功能处于提升阶段,部分为缓慢

提升,多数为快速提升,到2018年绝大多数县域处于

快速提升阶段,表明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生活功能

持续提升。2005—2010年生态功能同样为缓慢退化

与缓慢提升共存,但有超过半数的县域为缓慢提升,

2010—2018年,59%的县域生态功能为缓慢退化,故
而生态功能先提升后降低波动变化,但变动幅度不

大。2005—2018年70%以上的县域“三生”综合功能

呈现出缓慢提升的趋势,表明山西省“三生”功能水平

提升,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活跃度增强。
如图6和表4所示,山西省“三生”综合功能协调

性持续提高。2005年“三生”功能标准差折线总体上

高于2010年标准差折线(图6),此外其“三生”功能标

准差全距和均值都高于2010年,功能标准差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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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表明山西省“三生”功能的协调性增强;同样

2018年功能标准差折线总体低于2010年,其全距和

均值低于2010年,表明到2018年山西省“三生”功能

协调性进一步提升。

  注:图中县域序号0为太原市辖区,10为浑源县,20为平顺县,30为阳城县,40为榆社县,50为运城市辖区,60为芮城县,70为神池县,80为

襄汾县,90为蒲县,100为石楼县,未标注的序号为其他县域。

图6 2005-2018年山西省“三生”功能标准差变化情况

表4 2005-2018年山西省“三生”功能标准差变化情况

年份
“三生”功能标准差

均值 全距

2005 0.157 0.279
2010 0.154 0.272
2018 0.141 0.254

山西省“三生”功能单一化程度较高。2005—

2010年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动态度均值为2.14%,

26.53%,7.56%,其中变化最大的是生活功能,功能变

化优势度为0.73,表明期间土地利用以生活功能为

主;2010—2018年,功能变化最大的仍为生活功能,
生产、生 活 和 生 态 功 能 动 态 度 均 值 为-2.15%,

47.56%,-2.14%,相对于 之 前,生 产 功 能 下 降 了

4.29%、生态功能下降了9.7%,而生活功能上升了

21.03%,功能优势度为0.91,表明期间土地利用仍以

生活功能为主,而且利用程度提高。上述研究表明,
山西省生活功能提升明显,但生产功能亟待提高,生
态功能有待维护,需要通过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逐步

由单一生活功能为主转向“三生”协调平衡发展。

3.3 山西省“三生”功能空间分异影响因素

3.3.1 空间自相关检验与模型选择 空间计量学理

论认为,在原有样本观测值独立假设的基础上,要综合

考虑区域位置及空间交互作用的相关关系[30],需要先

对被解释变量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本文以2005,

2010,2018年“三 生”综 合 功 能 为 被 解 释 变 量,其

Moran’sI指数为0.2527,0.2024,0.2378,表明“三生”
功能存在空间自相关,可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测度影

响因素。运用Geoda软件,进行最小二乘法诊断,由表

5可知,空间误差模型的LM和R-LM均通过了0.1水

平的检验,因此选用空间误差模型分析影响因素。

3.3.2 空间计量模型结果与分析 表6表明,山西省

“三生”综合功能水平与自然地理条件、自然资源禀

赋、社会经济因素等方面均有显著关系。
山西省“三生”功能水平受制于自然地理条件。

由表6可知,地形起伏度、降水和气温与“三生”功能

呈负向作用,其中地形起伏度负向作用最大,系数由

2005年的-0.0420上升为2018年的-0.0644,负向

作用明显,这反映了区域宏观地理条件,山西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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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原河谷区域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较好,产业基础

好,生产和生活活动频繁,土地利用复杂,“三生”功能

较高;80%的山地丘陵区域受自然条件限制,生态本

底值高而生产、生活水平薄弱,土地利用较为单一,随
着人口向平原河谷集中,这种负向作用更为明显。气

温与降水共同影响农业生产而影响“三生”功能,对
“三生”功能影响较弱。除2005年降水量均值高于

500mm外,其余年份相对较低的降水量与“三生”功
能为负向作用,山西省耕地旱地多而水浇地少,降水

量较少影响农业生产,但这种负向作用随着高标准农

田及水利设施的建设而呈现出弱化趋势。气温同样

为负向作用,源于山西省地处高原,区域积温较低而

影响农业生产。
自然资源禀赋是影响山西省“三生”功能的重要

因素,土地垦殖率和森林覆盖率均为正向效应,是“三
生”功能的基础和保障。2010年、2018年土地垦殖率

系数分别为0.0623,0.0618,出现略微下降,土地垦

殖率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功能和资源供给功能,随着建

设用地对耕地的挤占以及政策性退耕,耕地面积减

少,正向效应降低,生产功能下降。森林覆盖率系数

逐年上升,反映了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生态功能有

所改善,进而保障生产和生活功能。

表5 2005-2018年山西省“三生”功能空间依赖性诊断

检验方法  
2005年

统计量 p
2010年

统计量 p
2018年

统计量 p
残差 Moran’sI 3.1666 0.00154 1.9570 0.05035 2.3436 0.01910
空间滞后效应LM检验 0.4579 0.49859 0.1161 0.73331 0.3700 0.54299
空间滞后效应稳健LM检验 0.0230 0.87941 0.9129 0.33936 0.5273 0.46772
空间误差效应LM检验 6.0843 0.01364 2.8118 0.09358 3.5272 0.06037
空间误差效应稳健LM检验 5.6494 0.01746 3.6085 0.05748 3.6845 0.05492

表6 2005-2018年山西省“三生”功能空间误差模型估计结果

驱动因素 解释变量  
2005年

系数 p
2010年

系数 p
2018年

系数 p
常 数  0.2284*** 0.0000  0.2331*** 0.0000  0.2582*** 0.0000

地形起伏度 -0.0420** 0.0192 -0.0486** 0.0169 -0.0644*** 0.0005
自然地理条件 年均降水量 0.0237* 0.0644 -0.0303** 0.0154 -0.0255* 0.0562

年均气温 -0.0268* 0.0560 -0.0215  0.3657 -0.0464* 0.0641

自然资源禀赋
土地垦殖率 0.0080 0.7047  0.0623*** 0.0000  0.0618*** 0.0000
森林覆盖率  0.0762*** 0.0000  0.0859*** 0.0000  0.0902*** 0.0000

产业结构 -0.0278*** 0.0015 -0.0171  0.1260 -0.0262** 0.0354
社会经济因素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  0.2863*** 0.0000  0.2892*** 0.0000  0.2420*** 0.0000

人均社会消费品额  0.0750*** 0.0001  0.1076*** 0.0000  0.1072*** 0.0000

  注:***,**,*分别表示在0.01,0.05,0.1水平下差异显著。

  社会经济因素是山西省“三生”功能的主要驱动

力。由表6可知,产业结构为负向作用,地均固定资

产投资和人均社会消费品额均为正向作用,受国家战

略布局和产业政策引导,山西能矿产业发展迅速,各
县域以矿产资源优劣而构建产业结构,致使产业畸形

发展,直接影响生产功能,进而对“三生”功能产生负

向效用,随着山西省经改综合示范区的确立,经济社

会转型发展,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系数

出现下降,“三生”功能有所改善。近年来山西省经济

社会发展较为缓慢,对社会投资的依赖度高,固定资

产投资成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三生”功能特别

是生产功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故而地均固定资产投

资系数较高,2005—2018年该系数先上升后下降波动

变化,受固定资产投资的推动作用影响,生产功能也

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人均消费与“三生”功能

之间的空间耦合较高,消费水平高的区域,“三生”功
能水平较高。2005—2018年人均社会消费品额系数

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同样与生产功能变化趋

同,这源于消费对生产的引导作用,此外该系数总体

有了较大的提升,反映为生活功能的提升。

4 讨论与结论

4.1 结 论

本文通过对山西省 “三生”功能进行量化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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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其时空动态演变及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结论。
(1)山 西 省“三 生”功 能 空 间 分 异 特 征 明 显。

2005—2018年山西省生产、生活功能的空间演变特征

相似,高水平、较高水平及中等水平县域沿河谷地带

集聚,形成中心—外围的分布格局,低和较低水平县

域多数向山地丘陵区集中。生态功能的空间格局较

为稳定,空间分布特征与生产、生活功能对立,高和较

高水平县域沿吕梁山脉、太行山脉、太岳山脉集聚,而
低和较低水平县域多数为生产、生活功能高值区,呈
现出“东西高中部低”的分布格局。“三生”综合功能

水平整体为“南高北低,中部高东西低”的空间格局,

2005—2018年“三生”综合功能水平提升明显,除表现

为高和较高水平县域的扩张并集聚分布外,还表现为

多数县域从低和较低水平提升至中等水平。
(2)2005—2018年山西省生产和生态功能演变

态势呈波动变化,从以缓慢提升为主、缓慢退化为次

变为以缓慢退化为主、缓慢提升为次,两者功能呈现

出先上升后略微下降的演变趋势。生活功能提升明

显,处于快速提升阶段,而“三生”综合功能为缓慢提

升态势。从协调性方面来看,“三生”功能协调性逐年

提升,但“三生”功能单一化程度较高,土地利用以生

活功能为主,仍待“三生”平衡协调发展。
(3)山西省“三生”功能影响因素趋于多元,主要

体现在自然地理条件、自然资源禀赋及社会经济因素

等方面,影响作用正负明显、主次鲜明。“三生”功能

受制于自然地理条件,呈出负向作用;自然资源禀赋

是“三生”功能的基础和保障,是其重要影响因素,表
现为正向效应;社会经济因素则是“三生”功能的主要

驱动力,“三生”功能会随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而不断进

行自我调节。

4.2 讨 论

研究表明山西省生产和生态功能波动变化,生活

功能持续提升,与区域城镇化进程吻合,但与其他省

域如湖南省[23]、江苏省[31]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湖南

省已逐渐形成了成熟的产业模式和城市发展模式,生
产和生活功能持续提高,只需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

护;江苏省先天条件优越,城市化水平高,生产持续发

展与生态不断改善对已饱和的生活空间形成挤压,其
需要的是满足高质量生活水平的需求。相比之下,山
西省需要随社会经济转型发展蹚出一条适合自身的

提升模式和发展路径,为此本文根据山西省“三生”功
能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结合山西省土地利用实

际提出以下建议。
(1)河谷平原区县域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过

程中,要合理调整功能演化方向,转变只追求生产和

生活功能的导向,进行社会经济转型发展,调整产业

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大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

色生产生活;
(2)山地丘陵区县域多为山西省生态功能区,其

经济社会的发展要与当地地形、气候等生态条件相适

应,在提升生产和生活功能的同时加强对生态功能的

保护,重点发挥生态本底功能;
(3)山西省“三生”综合功能提升中,需要分析

“三生”功能关系,明确“短板”功能,厘清功能提升顺

序,推动“三生”功能协调平衡发展。
本文通过分析山西省“三生”功能时空分异特征

及影响因素,为合理进行土地利用、科学编制国土空

间规划提供了依据,但由于数据收集和量化方法的局

限,指标间复杂关系有待考量。此外,“三生”功能间

协同/权衡关系也需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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